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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序

这册《传统历史文化散论》，是２００２年出版的拙作《秦汉
历史文化论稿》的姊妹篇。

本来，这两部书计划编作一册，拟取名《浐水集》———因

为这些文字皆写成于西安东郊浐水之滨，故名。后来由于参与

筹办一个学术研讨会的特殊需要，先行将有关秦汉历史文化的

文稿３７篇编为一集付梓；复又把其余的文章另编为一集，即
本书也。先出的文集之所以选取３７篇文章，隐含着一种纪念
意义。因３７岁时，我开始师从陈直先生专治秦汉史。而在这

３７篇当中，有一篇《读云梦秦简札记》实由四篇小文组成，
所以全书文章总数应为４０篇。这也是特意安排的，即表示４０
岁时我正式在西北大学供职做助教，由此拉开了自己学术生涯

的帷幕。这种以数字暗隐某种特殊含义的做法，是中国人的癖

好，从秦始皇到今天，似乎大家都喜欢这么做。作为一个中国

人，我也很难免俗，于是乎如此这般一回。不过，在这本书中

却没有此类微言大义，文章的篇数纯属自然选取的结果。

我自幼喜爱文史，后虽曾一度弃文从理，但毕竟没能摆脱

文史的旧情，最终还是学了文科。可能是较多地受儿时所读

《儒林外史》、《官场现形记》、《红楼梦》一类作品的影响，对

于大多数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仕途，十分地不感兴趣，而只是希

望将来能在学术研究领域一显身手。大学时，我读的历史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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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，应该说是遂了自己的心愿；然而大学毕业后的十多年间

———这是人生一段最宝贵的年华，由于极左思想肆虐时代社会

条件的制约，我却始终从事着与个人心向往之的学术研究毫不

相干的工作。拨乱反正之后，我有幸归队，重操旧业（我将此

戏称作“死灰复燃”），但可惜已经年过不惑，故而只好任凭兴

趣的驱使，随着际遇的变化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。这

样积二十余载，慢慢也取得了些点滴进步，在秦汉史学界算是

略为人知。

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前，我的研究领域相对集中于中国
古代选官制度方面。其缘起颇具偶然性。记得那是一次陈直先

生给我们讲授汉代孝廉贿选的新史料问题之后，布置了一道

《试论东汉举孝廉制度的利弊》作业题。我按题写了一篇小文

呈上，先生阅后认为不错，遂推荐给《西北大学学报》发表

（见１９８０年第２期）。这使我很受鼓舞，于是便继续进行这方
面的探讨研究。当时有一种潜意识对我的研究起了相当大的作

用，即我认为像我这样一个漠视仕途的人去研究选官制度，可

能会更客观更公正些。如此不久又撰成《秦仕进制度考述》一

文，在颇有影响的史学杂志《中国史研究》上获得发表（见

１９８２年第１期）。此后，我就一直围绕着这个题目做下去，陆
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，并于１９８５年出版了一部断代的研究专
著《秦汉仕进制度》。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此书出版后很快就

在学术界，特别是在海外同行专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，被称

赞为“杰出的研究”。后来我又陆续见到包括权威的《历史研

究》在内的多家杂志所刊论文以及多种学术专著对此书的广泛

引用。一部史学专著，能够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，应该说是获

得了一定的成功的（尽管它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缺失）。

在此基础上，我又上下延伸，于１９８９年出版了通史性的《中
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》一书。至此，我在这个专题的研究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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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了由一篇专论秦的论文，到一部断代专著，再到一部通史

性专著的三级跳式发展。

这里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在《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》正式

出版之前，我曾将其主要内容凝缩为一篇题为《中国古代选官

制度纵横谈》的万字文章，发表在《西北大学学报》１９８８年
第３期上，同年第１１期《新华文摘》全文转载了此文，使之
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。后来该文又被选入全日制普通高

级中学《语文读本》第二册，题目叫做《中国古代的选官制

度》。由于我的工作与中学教育没有什么直接联系，相当一段

时间里家中也没有中学生，所以对此事一直并不知晓。多亏新

分配来西大的一位博士告诉了我有关情况，并将那册教材送到

我手中。翻开一看，才知道书中文章的作者，既有毛泽东、鲁

迅、郭沫若、闻一多、朱光潜、巴金、茅盾、秦牧、刘白羽、

何其芳、钱学森等现、当代名人，也有王维、韩愈、柳宗元、

苏轼、司马光、陆游、罗贯中、曹雪芹、方苞、龚自珍、梁启

超等古代、近代杰俊，还有泰戈尔、契诃夫、普希金等外国文

豪，而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名字竟与他们并列在

一起，着实令自己深感担当不起。从版权页所标的印数可知，

这部教材几十万册、几百万册乃至上千万册地传播于广大中学

生中间，在他们青春的心灵中或多或少留下某种印象。如此一

种社会效应，确乎也是我连做梦都不曾奢想的。

在从事选官制度研究的同时，我又开辟了第二战场：研究

中国古代管理思想。此事的起因，同样具有相当的偶然性。这

还需要从中央组织部１９８６年夏召开的第三梯队建设理论研讨
会说起。原来这次研讨会有一项内容为“中国古代官制借鉴”，

会议筹备者广泛动员组织全国从事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专家

学者为之撰稿，我亦奉学校之命为研讨会提供了一篇题为《我

国历史上的“储才”与第三梯队建设》的小文。不想此文颇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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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主办者的好评，不仅选为大会交流论文，而且还特命作者

莅会做大会发言，并在《领导科学》杂志刊出的研讨会论文专

辑中（见该杂志１９８６年第９期），作为“中国古代官制借鉴”
栏的惟一文章发表。就在这次研讨会上，我认识了中国人民大

学的虞祖尧教授。在他热情的介绍下，我参加了中国古代管理

思想研究会（省称“古研会”）的学术组织，由此开始了对古

代管理思想的学习与研究。

在古研会里，我有幸结识了许多经济学界、管理学界以及

企业界的前辈和朋友，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新知识、新学

问，从而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学术视野。不过，我研究古代管理

思想的路子，颇有点与众不同。也许由于我是一个史学工作者

的缘故，所以我始终是从历史学的视角去研究古代管理思想

的，而不仅仅把它当作是一个单纯的管理学问题。在我看来，

古代管理思想研究，应该是历史学与管理学交叉渗透而产生的

一门新兴的边缘性学问。经过数年探索，我终于找到了一句通

俗而形象的话对这门学问加以概括，这就是：历史与企业家对

话。１９９０年，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
上，我首次提出了有关对话的观点，并得到包括古研会领导在

内的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同。

就在学习、研究古代管理思想的同时，我把学习的心得及

研究的体会又引入教学活动，在所供职的西北大学开设了中国

古代管理思想的选修课。选课先后开了两次。听课者不仅限于

历史、中文、经济等文科院系的学生，而且还有数学、物理、

化学、化工、地质、地理、生物等理工科院系的学生。其人数

之多，兴趣之高，大大超出预料，并且皆经历了因人太多而三

换教室的过程。听课者普遍反映：闻所未闻，学所未学，大有

收获。后来，我以两次选课的讲稿为基础，采用对话体的形

式，撰成了一本题为《历史与企业家对话》的小册子。在此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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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付出版之前，我先在《西北大学学报》１９９２年第２期上发
表了一篇同名的文章，以投石问路。不想很快就收到了一些热

心读者的来信，对“历史与企业家对话”的提法表示极大的赞

许，并鼓励我以此为题进一步写出一部专书来。有了这些反馈

的信息，我的底气就更足了。１９９３年初，这本对话体的小册
子正式面世（版权页所标出版时间为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）。它所引
起的社会反响，从我所知与亲历的几件事情上，似可窥见一斑

———

其一，上海出版的《社会科学报》１９９３年９月９日发表
评论，称《历史与企业家对话》“为历史学作了新的开拓”。指

出“作者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某教授和某厂长对话的形式，生动

具体地阐述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精华”，“无论是大企业的经

理，还是乡镇企业的厂长，只要认真地读一读这本书，他们一

定会得到有益的启示”；“中国的学者不必妄自菲薄，中国的企

业家也不必舍近求远”。

其二，《光明日报》理论部《史林》主编马宝珠女士给我

来信讲：“《历史与企业家对话》我已拜读，非常钦佩您的眼

光、见识及与时俱进的精神”；“由此我考虑到一个题目，即中

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及其影响（当然文章标题可再考虑），想请

您撰写”；“另外，我还有个想法，在《史林》上搞个‘历史与

企业家对话’栏目，将您书中所述内容选择一些刊登出来，各

个问题独立成章，文末后注序号，连续发一些，您看如何”。

后来，约写稿子一事兑现了。我按照马女士拟的“中国古代的

管理思想及其影响”题目写了一篇小稿，作为《光明日报》新

推出的“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”专栏文章，发表在该报

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８日《史林》版的显著位置上（此文后被《新华
文摘》同年第１１期全文转载）。而连载《历史与企业家对话》
之事，却因西大出版社总编的不合作，未能实现。在此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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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马主编只好另行策划了一个类似于“历史与企业家对话”

的新栏目———“史学家与企业家对话”，并于１９９５年春天推
出，先后发表了十二组史学家与企业的总经理（董事长、总

裁）的对话，在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论坛上掀起了历史与企业

家对话的高潮。就在此专栏最后一组对话发表后不几天，《光

明日报》又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学术研讨会，邀请参加对

话的所有史学家与企业家聚集京华，一方面对这次对话活动进

行总结，另方面则在这次对话的基础上就优秀传统文化与企业

文化建设的关系再作深入的探讨。研讨会结束次日，《光明日

报》即发表了会议的报道；不久，又发表了有关这次研讨会的

长篇纪要。这一系列的学术活动，可以说或多或少，或直接或

间接都与《历史与企业家对话》一书有着某种因果联系；它在

中国当代学术发展史上留下的印迹，或可视为《历史与企业家

对话》一书所产生的社会反响之缩影。

其三，一次我去广东某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，归途中在中

山大学稍事停留，与某校一教授相处，彼此还感到投缘，于是

便比较展开地来闲谈。此公眼光很高，被他看好的学人十分有

限。交谈中对方却特别郑重地向我推荐他新近买到的一本书，

称赞此书如何如何有远见卓识，是他近期读到的一部高水平的

好书等等。不想此书正是《历史与企业家对话》。原来《对话》

出版时，我署的是笔名“刘铢”。对方万万没有料到，《对话》

一书的作者就是坐在他对面的黄某人。“刘铢”者，“留珠”

也。经我捅破这层窗户纸之后，双方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

综上应该说，《历史与企业家对话》一书的社会反响是积

极的，许多地方皆大大出乎意料之外。至于说由此书倡导的历

史学与管理学相互交叉、相互渗透、相互融合的学术方向所具

有的巨大学术生命力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学术影响，从十多年后

《三联生活周刊》（总第３３９期）登载的一则广告上似乎可以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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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相当清楚———

广告发布者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高层管理者培训与发

展中心

广告总标题：从历史看管理

广告文字：（均依原格式抄录，“其一”、“其二”、“其三”

为引者所加）

其一

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历史学系强强联手

联袂打造高层经理工商管理硕士系列课程之

从历史看管理

细数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浩荡历史之管理哲学

赋予当今高层经理叱咤商场风云之制胜法宝

其二

中国历史浩浩荡荡已走过数千年。历史给予我们的不仅仅

是一个个绚丽而华美的故事，更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深刻

思想。历史学与管理学的紧密结合，必将为企业家提供一个思

想盛宴。从历史的角度，借管理学的工具，从思想、制度、领

导人三个层面，并结合当今中国商场上的实际，北大名师为您

点评王者之成败，剖析商家之得失。这就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

学院与历史系联袂推出的高层经理工商管理硕士系列课程之

———从历史看管理。

其三

课程设置

思想系列：“儒墨道法与企业经营”“传统商业思想与商业

实践”“中国企业的战略思维”“从本土走向国际”。

制度系列：“中国古代的官僚等级制度：对现代人力资源

管理的启迪”“中国古代的君位继承问题：对现代企业接班人

选择的启迪”“中国古代国家权力运作机制：政府管理的历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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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验与教训”“效率与秩序：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集权与分

权”“中国历史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：对现代企业中总公司与

分公司关系的启迪”“董事长与总经理：中国历史上皇帝与宰

相的关系”“中国古代官员的管理制度：对现代企业中人力资

源管理的启迪”“官僚机构的制衡器：历史上的监察制度”“公

司治理”“有效的组织管理”“中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”。

领导人系列：“皇帝的成功与失败：秦始皇、汉高祖刘邦、

唐太宗与唐玄宗、清朝康熙与乾隆皇帝的用人行政”“企业领

导艺术”。

请看：这岂不正是历史与企业家对话吗？⋯⋯

我在以上两个领域的研究，构成了本文集的前两项内容：

即“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论”和“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论”。

“史论”是本文集的第三项内容。

诚然，我不是专门搞史学理论的，这方面并没有什么研

究。但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，总得对自己研究的对象及所从事

的专业有一定的认识。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发表的《“史学危
机”刍议》一文，应该说原则上表达了我的一些最基本的观

点。我虽是危机论者，但却不是悲观论者。我深信，通过广大

史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，一个生机勃勃的史学新时代必定会到

来。在２１世纪初始的今天，可以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新时
代的曙光。至于史观，我是十分赞成马克思、恩格斯《德意志

意识形态》手稿中被删去的那条注文的看法的：即认为历史由

人类史与自然史两部分组成，人类史与自然史密切相连相互制

约。对于这样的史观，过去我曾称之为广义史学，后来则称之

为大历史、大史学。为了贯彻这种大历史史观，我坚持在自己

所主编的学术年刊《周秦汉唐文化研究》上，每一辑都发表一

定比例的自然史研究的文章。我甚至还曾向我所供职的学校领

导建议，将我校的历史学科进行新的整合，建立包括自然史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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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在内的大历史学科。当然，我也深深知道，这种看法是同史

学界的主流认识相悖的。因为大家都很清楚，多数史家是把历

史仅仅看作人类社会史的，就连影响极大的年鉴派也曾明确表

达过历史只是人类史的观点，而我却偏偏坚持历史除了人类史

之外，还应该包括自然史。这岂不是明显与潮流不合节拍吗？！

不过，我觉得如果真的能反一反潮流，未必就全然是件坏事。

何况这总归还应该是一个学术问题，需要用学术研讨的办法去

解决它。即便是有朝一日取得了某种共识，也应该允许保留不

同意见。

“论陈直之学”是本文集的又一项内容。

陈直先生是我的授业导师，学人尽知的现代著名秦汉史学

家。先生治学承继并发展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，鲜明地提出

了“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”的学术主张，并在实践中取得了

巨大的成绩，为一代宗师。日本已故著名学者大庭修博士出于

对陈先生的推崇，率先提出了“陈直学”的概念，但遗憾的是

他对陈直学的具体内涵却未遑论述。在纪念陈直先生逝世十周

年暨诞辰九十周年时，我发表的《陈直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

思想》一文（《人文杂志》１９９１年第３期），实际上就是试图
回答这个问题的。１９９２年出版的《陈直先生纪念文集》，应该
说也含有这方面的意义。不过，那时并没有把话挑明罢了。直

到纪念陈先生逝世２０周年暨诞辰１００周年时，我在一篇题为
《陈直先生与秦汉史研究》的纪念文章中（《西北大学学报》

２０００年第２期），才明确地对陈直学做出了解读。２００２年初，
我在西北大学正式开出了《陈直学》的选课，从而使之作为高

校讲坛上的一门课程呈现在世人面前。这年夏，中国秦汉史研

究会举行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，以纪念研究会成立

２０周年，我特地撰写了《陈直学述略》一文提交大会，希望
在同行范围内，就陈直学问题展开讨论。果然，与会学者对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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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感兴趣，讨论相当激烈，赞同者有之，持异议者也有之。事

后，龙显昭教授特别对我说：“陈直学的提法是妥当的，希望

你尽快写出陈直学的专著来。”对龙教授的鼓励，我非常感谢；

但我也会认真考虑不同的意见，采纳其长，以期在我的有生之

年最少遗憾地完成这部论述陈直之学的著作。

除了以上四项内容之外，本书还有两个组成部分：“周秦

汉唐论”与“书论及其他”。前者收录了有关两周史、隋唐史

的几篇旧作，以及２００１年后发表的属于秦汉史的几篇小文。
后者则是一些书评、书序以及述评类的文字。由于在大的方面

它们都可以与本书所论的传统历史文化挂上钩，故而一并收录

于此，以免读者翻检之劳。

这册文集所收录的文字，虽称不上什么精品，但却如实地

记录了我年过不惑之后曾经走过的学术探索道路。这些也许可

以给后来的学子提供某些经验教训，使他们少走或不走弯路。

如是，也就是对敝人的最大慰藉了。文集中绝大多数的文章都

已发表过，此次结集出版，除改正原印刷错误外，凡被删节的

地方，都尽量恢复了原貌。集子中也有几篇小文，是未曾发表

过的旧稿，现公布出来，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！

本文集的编印，还有一层纪念意义，那就是我行将结束在

西安东郊浐水之滨居住三十多年的历史，而搬入西大桃园校区

的新居，以渡过在职的最后一段时光及退休以后的日子。按中

国人的习惯说法，这可称得上是乔迁之喜。尽管面对紧贴喧嚣

马路、噪音太大的新居，我并不怎么能喜得起来，但从此毕竟

要在一种新的生活环境中来应对余生，所以有一点纪念的表示

还是应该的。

衷心感谢西北大学有关校领导及校２１１办、科研处、文博
学院对本书给予的关心和资助！衷心感谢三秦出版社领导对拙

作顺利出版所给予的关注与支持！衷心感谢责任编辑贺金娥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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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以及其他相关同志所付出的辛勤劳动！如果没有这些，像这

样一册内容极其庞杂的文集，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便获得出

版，那将很难实现。

黄留珠

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４日初稿

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日二稿

２００５年６月３０日三稿
于西安东郊旧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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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及其影响

说起管理，人们自然首先会想到泰勒、费尧、韦伯、欧威

克、福莱特、梅奥、西蒙等一连串外国管理学的代表人物，感

到管理好像只是外国的学问，似乎与中国无缘。其实，这是极

大的错觉。殊不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蕴藏着丰富的管理智

慧与管理思想，它们对现代管理科学具有极大的互补作用，不

论从何种视角作考察，其价值较之西方的各种管理理论，并不

逊色。

众所周知，经营战略是受到现代管理学界高度重视的问题

之一。特别是近几十年来，由于新技术革命和多种因素的影

响，一个正确的、关系到企业前途的全局性的战略更具有极其

重要的作用。在这方面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许多精彩的论述

与实例。它对今天企业的战略决策，仍具有启迪意义和借鉴价

值。

如何才能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？中国古代兵书《孙子》强

调“庙算”的重要性。“庙算者，计算于庙堂之上也”。用今天

的话说，就是事先筹划、计算，或曰制定战略之前需有全盘而

周密的考虑。对于怎样进行庙算，《孙子》有“经五事”、“校

七计”之说。“五事”指“道”、“天”、“地”、“将”、“法”。

“七计”指“主孰有道”、“将孰有能”、“天地孰得”、“法令孰

行”、“兵众孰强”、“士卒孰练”、“赏罚孰明”。“经五事”、“校

七计”，就是从五个方面（五事）分析研究战争胜负的可能性，

并比较敌对双方的各种条件（七计），从而制定战略计划。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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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如战场。在企业管理中，同样也存在一个“经五事”、“校七

计”的问题，以此进行企业环境分析，进行企业素质的诊断，

最后确定企业经营战略。实践表明，在成功的管理中，这些都

是不可缺少的。

关于制定战略，《孙子》所强调的因时变化的思想也非常

重要。“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敌而制胜，故兵无常势，水无常

形；能因敌变而取胜者，谓之神”。所以制定战略决不可一味

墨守成规，必须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而变化。现代企业的内外

环境变化很快，各企业的情况与特点各不相同，因此成功的企

业虽有指导其成功的经营战略，但却又无一雷同。对企业家来

讲，适应性与应变力是其获胜的关键。

管理科学经过近数十年的发展变迁，其重心已从对“物”

的管理转向对“人”的管理。因为市场的竞争、企业的竞争，

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。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，一个企业

也好，一个单位也好，其兴衰成败，与选人用人或曰人事管理

的恰当与否直接有关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用人之道，内容无比

丰富，无数生动事例和精辟论述所蕴含的深刻哲理，迄今仍发

人深思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现代管理科学中人事管理的一些

基本原则，几乎都可以从这里找到。

知人善任，尊贤重士，求贤若渴，是中国古老而优秀的传

统。《墨子·亲士》说：“国有贤良之士众，则国家之治厚；贤

良之士寡，则国家之治薄。”《荀子·致士》也说：“治生于君

子，乱生于小人。”《吕氏春秋·求人》则讲：“得贤人，国无不

安，名无不荣；失贤人，国无不危，名无不辱。”这些论述无

疑反映了古今中外的普遍规律。

尊贤重贤固然要看有无识别能者贤士的眼力，但更重要的

还在于是否对贤者予以任用。春秋时的百里奚，原是虞国大

夫，不受重用，才干无由发挥。后来他为秦穆公所得，被委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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